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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主要记述唐虞三代君臣的言论与事迹，秦汉以来被奉为“五经”之一，深刻影响着传统中国的政治思维和实践。《尚书》学在宋

代尤为兴盛，时人称“博士业《书》者十常三四”（叶梦得语，见《文献通考》卷一七七，中华书局，2011年，第5287页）；又称“经解惟

《书》最多”（黄震语，见《黄震全集》，第1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1页），可见一斑。两宋士人通过研习、阐释《尚书》，探求

治理之道，回应时代问题，维系政治秩序和君臣认同。因而研究宋代《尚书》学，有助于理解《尚书》在传统中国政治中的角色和影响。

二十世纪以来，有关宋代《尚书》学的研究并不充分，这与经学通史呈现的宋代《尚书》学的面貌有关。而这种面貌的形成，又受到过去

学界对经学的理解、对经学史书写方式的认识，以及对宋代思想面貌的描述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梳理经学史中宋代《尚书》学的形态与样

貌，探究其形成的原因，是理解和反思宋代《尚书》学研究现状的基础。

 

一、经学史类著作中的宋代《尚书》学

二十世纪以来的经学史，大致可分为两种：旧式经学史和新式经学史。前者述及宋代《尚书》学，多采用列举、简介宋代《尚书》注解著

作的形式；所举宋人著作的种类及对其评介，深受《四库全书总目》影响，是清代学术思想的延续。其内容通常只围绕两个主题展开：两宋

《尚书》诠释与汉唐注疏的关系，宋代学者对经文的怀疑和改动。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国学保存会1905-1906）、皮锡瑞《经学历史》（思贤书局1906）是旧式经学史的代表著作。二人或援引《总目》

评介，或条析宋人经解，均力图具象地表现两宋《尚书》诠释不循古注、争立新解的风气。二人也都据清代《尚书》辨伪成果，盛赞吴棫、朱

熹等对伪古文《尚书》的怀疑，贬责王柏对《大诰》、《洛诰》等今文篇目的怀疑和增删。

刘氏和皮氏的经学史产生早，影响大。民国时期的一些经学史类著作，如江瑔《新体经学讲义》（商务印书馆1918）、陈燕方《经学源流

浅说》（文明书局1922）、徐敬修《经学常识》（大东书局1925）、陈延杰《经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0）、周予同《群经概论》（商务印

书馆1931）、卫聚贤《十三经概论》（开明书店1935）等的宋代《尚书》学部分，都明显承袭自刘、皮二人的经学史。

钱基博有感于学者“特以清儒承汉学，而摈唐、宋于不论不议，学术流变之迹，因以不明”，作《经学通志》（上海中华书局1936版，第1

页）。该著形式与《经学教科书》类似，也常常截取《总目》原文描述宋人著作，但并未着意于汉宋经解异同。或许正因重视宋代学术，钱基

博并未站在汉唐注疏的立场上，仅将宋代经学视为对汉唐注疏的反动。

不过，钱氏在宋人著作的选取、评介方面，都反映出文献辨伪的核心关切。《总目》所及宋人《尚书》著作外，钱氏只提到吴棫、朱子、

赵汝谈、王柏的《尚书》学，褒贬一如上述刘、皮二人。他对宋人著作的评介，也始终贯穿着宋人对伪古文《尚书》的态度这一线索。钱氏并

未考虑或论证，在绝大多数宋儒看来，伪古文《尚书》的真伪是否成为一个问题。

旧式经学史类著作在描述宋代《尚书》学时，带有深刻的清代学术思想的烙印。著作者们或因具有特定的经学立场，往往以清代汉学支持

的汉唐经学为标尺，衡量、评判宋代的经学；或因浸染于清代的学术风尚，不免将清人的“热点话题”（如文献考证与辨伪）投射到宋代，作

为宋代经学的代表性面貌加以凸显，并以清人在这些“热点话题”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苛求宋人。学术史写作采用回溯性视角、拥有“后见之

明”般的内容重心和价值评判，或许无可厚非。然而，承认朱熹等人的辨伪思想启迪了阎若璩，与以朱熹等人的辨伪思想作为宋代《尚书》学

的全部价值和意义，并使之成为需要被关注和记忆的惟一内容，显然是两码事。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了一批新的经学史类著作。新式经学史不再采用参照《总目》列举、述评宋代经解著作的写作形式，而是有选

择地介绍某些在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学者或学派的经解著作、经学思想。换言之，新式经学史不再以经解著作为中心，而是逐渐

变为以学者或学派为中心。

新式经学史有本田成之《支那经学史论》（弘文堂书房1927）、安井小太郎等《经学史》（松云堂书店1933）、泷熊之助《支那经学史概

说》（大明堂1934）、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国文化》第2卷第2、3期1940）和《经

学讲演录》（《中国哲学》第一辑1963）、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章权才《宋明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吴雁南《中国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许道勋等《中国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姜广辉等《中国经学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等等。其中，本田成之《支那经学史论》产生早，1934、1935年先后有两个中译本问世，在中外学界皆有较大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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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田成之认为，宋代经学的产生，既有学理层面的“内因”，又有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外内”。“内因”包括：一、中唐以来啖助、赵

匡、陆淳等人的《春秋》学，对宋人（如刘敞）经学有影响；二、韩愈、李翱的道德性命之学，对宋代性理学有很大影响，而宋人正是用当时

发达的哲学或实践道德学解经，使经解呈现出新形态。

从这两个“内因”来看，本田成之所谓的“宋代经学”，实际上指发生在宋代发达的，一种具有怀疑经文、不完全遵从汉唐旧注，以及用

当时的思想即哲学或实践道德学解释经文等特点的经学形态。相比旧式经学史，本田成之对“宋代经学”的认识，多出了被认为是以哲学或实

践道德学著称的理学的影响因素。

进入宋代部分，本田氏首先介绍胡瑗和孙复、孙觉、胡安国等人的《春秋》学，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人的《易》学。作者

叙述的顺序和花费的篇幅暗示，在整个宋代经学中，《春秋》学与《周易》学最重要，因而更值得关注。至于《尚书》学，本田氏认为宋人曾

有独特的研究，表现在两个方面：

1、宋人的《尚书》研究，是基于“理义者，人心之所同然”，对圣人事迹背后圣人之心的探索。本田氏指出，“理义者，人心之所同

然”，是宋学的中心之说，是二程、朱熹、陆九渊都赞同并倡导的。而唐虞三代气象、圣人之心，也是伊洛诸儒常研究的问题和公案。

2、宋人《尚书》学的伟大功绩，在于对伪古文《尚书》和伪孔传的辨别。

前者是理学命题，后者则是承袭自旧式经学史的关切。本田成之关于宋代经学史的叙述，实际上代表了新式经学史的一些书写特点：

1、相比旧式经学史，新式经学史赋予了宋代经学主体性的研究地位，将其作为一种新的经学形态直接地、独立地描述，而非视其为应有

的、正确的经学形态的对立面，在对比中提及。这种主体性地位的赋予，使关于宋代经学产生的原因和背景的讨论成为可能。

《总目》认为，唐代中期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春秋》学舍传求经，开启宋代经学的走向。新式经学史继承《总目》的观点，往往将

唐代中期的《春秋》学作为宋代经学在学理层面的源头。再加上《宋元学案》以胡瑗、孙复为开宋代学术先风之人，宋代思想史著作的叙述也

多从胡瑗、孙复及其门人石介开始。因孙复与石介都以《春秋》学著称，故新式经学史很容易形成从啖助、赵匡、陆淳到孙復、石介的叙述脉

络，作为宋代经学的源起。在这样的叙述中，最受关注的经典无疑是《春秋》。

2、新式经学史著作大多以理学人物为中心，注重介绍理学人物的《周易》学和“四书”学。本田氏展现的“宋代经学”的重心，实际上是

理学家的经学；展现的宋代《尚书》学，除辨伪思想外，是理学家对《尚书》的心性化解释取向。在理学家为核心关注的情况下，王安石、苏

轼等人有时会被忽视，即便他们的《尚书》解释中也不乏关于性理的内容。这种对理学家的凸显，与早期哲学史和思想史著作并无二致。

此外，二十世纪以来，哲学史形成了以西方哲学概念重组中国思想材料的写作方式，使得理学家的哲学思想进一步凸显。受其影响，新式

经学史也会出现两次“抽离”。首先是从数量庞大的宋代知识群体中抽出理学人物，其次从理学人物的所有思想中抽出符合西方哲学标准的内

容加以描述。新式经学史中通常会出现“经学哲学化”的主题，集中介绍理学家的《周易》学、“四书”学，因这五部经典被认为在理学学说

的建立中贡献最大。正因存在第二层“抽离”，程颐这样的理学核心人物的《尚书》经解，几乎从未进入经学史著作者们的视野。

3、上文提到，本田成之所谓的“宋代经学”的内涵，是疑经改经、不遵汉唐传疏，以及以哲学化的理学解经。在此基础上，诸桥辙次为

“宋代经学”加上“经学实用化”的特点，认为主要体现在《春秋》学中的尊王、复仇思想，以及《周礼》学中的经世思想。（安井小太郎等

《经学史》）

其后，新式经学史普遍会涉及经学与时代政治、社会及思想的关系，以显示宋代经学的实用性特征。不过在这种关系的构建中，一方面，

作为经学之背景的政治、社会因素，往往是宏观的、整体性的。另一方面，被关注的经典以《春秋》与《周礼》为主。似乎《诗》、《书》等

其它经典文本的解释与时代并无关系，因而不需要提及。一个显著的例子是，随着王安石变法研究的兴盛，《三经新义》也得到学者的关注。

王安石的新经义虽然涉及《尚书》、《诗经》、《周礼》，但学界一般认为《周礼义》是王安石本人所作，且与新法的具体措施关系密切，所

以新式经学史通常对其《周礼》学描述较多，对王安石的《尚书》学与《诗经》学则略而不谈。

以上是关于新式经学史一些特点的粗略归纳。一方面，新式经学史受到《宋元学案》、《总目》等提出的宋代思想、学术图景的影响，重

视唐代中期以来的《春秋》学。另一方面，新式经学史受到哲学史、思想史写作观念的影响，突出理学家的哲学思想，重视宋代的《周易》学

和“四书”学。而对经学的政治、社会背景的注重，带动的是关于《周礼》学与王安石新法之间联系的探索。在这些已有的思维框架和写作范

式的影响之下，不同的经典在新式经学史中被涉及的比重并不相同。

总言之，几乎所有新式经学史作者都明确提出，“五经”当中，在宋代最流行、最受重视，对宋代思想和学术贡献最大的经典，是《春

秋》和《周易》（或者再加上《周礼》）。因此，新式经学史通常给予宋代《春秋》学和《周易》学更多的篇幅，相比之下，《尚书》学、

《诗经》学、《仪礼》学和《礼记》学（除《大学》、《中庸》）似乎乏善可陈而日益面貌模糊。可以说，因为种种原因，宋代《尚书》学除

了辨伪成就外，在新式经学史著作中几乎“消失”了。

 

二、《尚书》学史中的宋代《尚书》学

二十世纪以来出现较早的是一些关于《尚书》的通论性质的著作，其中陈梦家《尚书通论》（商务印书馆1957）、马雍《尚书史话》（中

华书局1982）、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成就最高。此类著作关注的话题大致有：《尚书》的名称与体例、先秦典籍引用

《尚书》的情形、两汉今古文《尚书》的篇目与传承、今文《尚书》篇目的时代考订、伪古文《尚书》的流传与辨伪、书序的辨析、石经中的

《尚书》研究、清代学者关于《尚书》今古文经说的辑佚成果以及有关某些特定篇目或经文的具体研究等。这些主题多涉及先秦两汉、魏晋南

北朝和清代《尚书》学，与宋代《尚书》学相关的，仅仅是吴棫、朱熹等个别宋人对伪古文《尚书》的怀疑思想。

《尚书》通论性著作涉及的内容，大致可以视作清代、民国以来《尚书》研究的热点问题。换言之，清代以来《尚书》学的主流论题，正

是通论性著作的作者们认为的，了解《尚书》及《尚书》学的必备知识。除有关伪古文《尚书》的怀疑思想，二十世纪以来《尚书》研究的热

点问题与两宋历史并无牵涉，这也是学界不够重视宋代《尚书》学的原因之一。相比《尚书》通论性著作，研究历代《尚书》学及其演变的



《尚书》学通史、断代史类著作较为短缺。《尚书》学通史目前可见的仅有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尚书源流及传本考》

（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和程元敏《尚书学史》（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且后者所述大致至五代止，并未涉及宋代的《尚书》

学。

刘起釪《尚书学史》上起先秦，下至清末，是第一部全面介绍《尚书》学史的著作，其所述宋代《尚书》学部分，在学术史上的价值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

1、述及的两宋《尚书》注解著作的数量非常大。作者未囿于《四库全书》的著录范围，而是参照了包括《经义考》在内宋代以来的各种目

录典籍，注意到很多以往学界并未留意的宋人注解著作。兼顾代表性著作和一般著作，有助于把握宋代不同时期《尚书》学的时代话题。

2、力图建立《尚书》学与时代政治的联系。作者依照注解者在政治、学术上的倾向和立场，将北宋《尚书》学著作分为王安石新学类、反

新学解释类以及立场不明确者三大种，并认为南宋前期也存在一批反王学的注解著作。这表明作者已注意到，北宋中期至南宋前期《尚书》学

的时代话题是新法与新学，并尝试将《尚书》学放置在当时的政治情形下理解与展现。

3、南宋部分，突破以朱、陆学派为主的传统思路，留意到更多的注解著作。作者依据注解者的政治立场、学说，以及他们之间的师承、血

缘、地缘等关系，区分南宋《尚书》著作为初期反王学类，以及林之奇一系、郑伯熊一系、兼采旧注疏及理学者、朱子一系、陆九渊一系、永

康永嘉学派、不详派别者的《尚书》著作八大种。

不过，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宋代《尚书》学部分仍有不尽人意之处。作者虽然注意到《尚书》学与宋代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但仅根

据注解者的政治立场等因素对其《尚书》著作做了粗略分类，并没有深入到两宋纷繁的《尚书》解释中，探究不同的解释背后的核心关切与矛

盾焦点，以及这种关切、矛盾与注解者所处的具体的政治环境及其政治主张、学说之间的关系。

 

三、宋代《尚书》学的专题性研究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宋代《尚书》学的专题研究开始涌现。李学勤《朱子的〈尚书〉学》（《朱子学刊》总第1辑，1989）以朱熹为

例，率先提出：宋代《尚书》学的主要特点在于义理探讨，在这一点上，宋儒比汉儒更接近先秦的儒家，但清代汉学家未能充分估价宋学对

《尚书》义理方面的探究。该文不仅标志着聚焦宋代《尚书》学的研究就此开启，更准确而鲜明地揭示出宋代《尚书》学长期被忽略的价值。

晚清以来，学者注重《尚书》作为“史”的性质，故多辨正文本据其考察先秦历史；而忽视《尚书》作为“经”的性质，很少关注古代士人研

读《尚书》探索政治秩序、价值规范的努力和成果。该文当正是针对此种研究状况而作。

邓潭州《论苏轼〈书传〉的政治思想》（《求索》1989年第6期）条析、归纳《书传》的政治思想，尤其注意到其中有别于汉唐注疏的经

解，并侧重分析《书传》中大段议论之处，且有意识地结合苏轼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言论来理解经解，这些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均富有启发

性。此外，该文提出不应苛责苏轼未能分辨伪古文《尚书》，因为时人大都相信其为“圣经”，且其中蕴含关于封建社会政治得失的总结，使

苏轼能够借注释经文表达他多年从政获得的理性思考。可见只有不再拘泥于文献辨伪，从阐释者的问题意识出发，才能真正历史地理解宋代

《尚书》学。

九十年代始，陆续有数部聚焦宋代《尚书》学的学位论文面世：蔡根祥《宋代〈尚书〉学案》（台湾师范大学1993）、刘威《〈东坡书

传〉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4）、黄洪明《宋代〈尚书〉学》（暨南大学2006）、陈良中《朱子〈尚书〉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7）、

张建民《宋代〈尚书〉学研究》（西北大学2009）、蒋敏《黄伦〈尚书精义〉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12）、朱学博《林之奇及其〈尚书全

解〉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4）、刘力耘《政治语境中的宋代〈尚书〉学》（清华大学2017）等。

此外，还有十数篇研究某位宋代学者的《尚书》学，或某部宋代《尚书》注解著作的论文，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单篇论文的形式大多

与上述蔡根祥、张建民二人博士论文中的各章节相似，包括作者生平、著作版本、经解承袭关系、解经方式、疑经改经，以及经解中反映出的

政治思想、理学色彩等内容。前五种内容属于学术史内在理路式研究，后两种则试图建立经解与时代政治、思想之间的联系。

蔡根祥《宋代尚书学案》（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是第一部全面、深入研究宋代《尚书》学的论著。作者采用学案体的写作方式，通

过对比具体经解，重在辨别各种《尚书》注解著作的承袭关系。相比刘起釪《尚书学史》，蔡著并未仅凭注解者的政治倾向、学派归属等因素

分类注解著作，而是能深入到经文解释中，较为准确地呈现《尚书》注解著作之间的亲疏关系。此外，蔡著着意考察注解者的生平经历和思

想，尝试建立注解者的政治主张、学术思想与其经解之间的对应关系。

蔡著涉及范围较广，共考察四十八位宋人的《尚书》学。有些宋人并无完整《尚书》注解著作传世，仅有少量解说经文的内容或保存在文

集中，如欧阳修、程颐、范纯仁、文彦博、范浚、杨简等；或遗留于他人著作中，如廖偁、张纲、吴棫等。宋代《尚书》著作本多散佚，完整

流传下来的著作数量稀少，大量关于《尚书》的解说散见于各种史料中，这对研究者来说极为不便。蔡著不局限于几部完整传世的著作，尽量

关注到更多的注解者和经解，有利于展现宋代《尚书》学的全貌。

相比蔡根祥注重分析宋人经解之间的承袭关系，张建民《宋代〈尚书〉学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则认为，宋代经学的特点是宋

人往往依经作义理阐发，因此探索经解中的义理阐发并将其与社会环境结合起来考察，当是宋代《尚书》学研究的重心。他认为，侯外庐、漆

侠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值得学习和效仿。张著以人物为单元，着意探索经解中反映出的注解者个人的思

想，并在心性论、修养工夫论、圣人观、天人关系、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等思想主题下加以描述。

不过，张著描述的思想与社会的关系较为疏离。有关政治、社会、学术风气的分析，只是一个宏观的背景，并不能和具体的、特殊的经解

内容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这导致被描述出的、缺乏具体历史语境的思想，成为一种看似普遍的原则，不同人物的经解中反映出的思想的面貌非

常相像。而未能实现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也使得张著对宋人经解中反映出的思想特征仍停留在描述面貌的层面，经解中反映出的思想为何

是如此这般而非别样的形态，实际上成为了无法解答的问题。这也是绝大多数宋代《尚书》学研究面临的共同挑战。

除围绕特定人物或著作展开的研究外，还有针对《尚书》某一篇目或某种思想的研究。《洪范》、《禹贡》是历代学者关注最多的篇目。

郑涵《北宋〈洪范〉学简论》（《中州学刊》1981年第2、3期）、张兵《〈洪范〉诠释研究》（齐鲁书社2007）等梳理胡瑗、苏洵、王安石、



曾巩、赵善湘等人的《洪范》阐释，将其划分为反对五行灾异说（唯物派）和坚守五行灾异说（唯心派）两类，含进步与落后的价值判断；并

与王安石变法等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张兵还论及《洪范》解释的理学化。王小红《宋代〈禹贡〉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详细梳理

宋代《禹贡》学文献、论题（水论、九州说、五服论等）以及王安石、苏轼、程大昌、朱熹等人的《禹贡》诠释，提出宋代《禹贡》学的主要

成就体现在经义的新阐释、文献的新整理和地理的新考证。

 

 

总言之，二十世纪以来关于宋代《尚书》学的研究较为薄弱。经学史方面，旧式经学史站在清代学术的立场之上，从清代学术的兴趣和成

就出发，着重展现宋代《尚书》学不遵旧注、怀疑伪经两个特征。受旧式经学史和新兴的哲学史、思想史的影响，新式经学史重视宋代的《周

易》、《春秋》、《周礼》和“四书”学。除怀疑伪经的思想被偶尔提及，宋代《尚书》学在新式经学史中基本是“消失”的。《尚书》概论

性著作方面，涵盖的内容均为清代、民国以来的热点话题，除辨伪外与宋代无涉，因而也不可能真正展现宋代《尚书》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涌现出一批聚焦宋代《尚书》学的研究，涵盖多家经解，釐析经解源流，揭示解经方法，归纳其中的思想，成

果丰富，但也存在不足。现有研究大多以人物或文本为研究单元，很少围绕某种主题或思想展开；研究方法主要是单纯地描述、对比经解，而

未能将经解还置于其产生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入解释者的思想世界，揭示经解背后的现实关怀和行动指向，故客观上造成《尚书》学在宋

代政治文化、社会思想图景中的角色和贡献无法显现，反过来“助长”了经学史、思想史对宋代《尚书》学的忽视。这将有待于今后的研究去

探索和实现。 

 

 

版权所有©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电话：010-58806152（传真）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前主楼B区105    邮编： 100875


